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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泊是大气甲烷（CH4）的重要来源，但其排放的评估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部分原因在于对甲烷生物来源的认识

尚不充分。表层过饱和 CH4现象（也被称为“甲烷悖论”现象）的出现，打破了生物 CH4产生仅发生在严格厌氧环境下的传

统观点，表明有氧环境下可能存在 CH4 产生。为了揭示表层过饱和 CH4 现象形成的原因，本研究以富营养化的高阳平湖为

研究对象，通过野外观测与培养实验相结合，探究了水柱 CH4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驱动机制。野外监测显示，夏季湖泊出现

明显的“甲烷悖论”现象，表层水体中 CH4不仅相对于大气是过饱和的（约是大气的 496 倍），且比底层水体 CH4高出 58%。

培养实验表明，甲基膦酸盐（MPn）降解是湖泊 CH4的一个重要来源：（1）MPn 的添加会促进 CH4的产生，CH4产率相比

于对照组提升了 68.6%；（2）MPn 降解过程受无机磷（Pi）的控制，Pi 的添加会抑制 MPn 的降解和 CH4 产生；（3）在好

氧湖水中添加 Pi 会抑制 CH4产生，与对照组相比 CH4产量会降低 28%。此外，表层好氧水体中 CH4还与可溶性活性磷（SRP，

r = -0.87, P < 0.05）呈显著的负相关性，表明 SRP 的降低会促进表层 CH4的富集，这进一步支持了“微生物代谢 MPn 导致

表层 CH4过饱和”的推断。夏季表层水体 SRP 被大量消耗，加上热分层阻碍了垂向营养盐输送，为 MPn 降解型 CH4产生提

供了有利条件。本研究揭示了富营养化湖泊中膦酸盐代谢对 CH4 循环的影响，为理解湖泊 CH4 来源提供了新证据与理论视

角，对完善全球湖泊温室气体排放模型及预测气候变化下的生态系统响应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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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kes are important sources of atmospheric CH4, yet large uncertainties remain in estimating lake CH4 emissions, largely 

because biological CH4 production pathways are not fully understood. Surface water CH4 supersaturation,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methane paradox,"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view that biological CH4 production occurs only under strictly anaerobic conditions and 

implies the existence of oxic CH4 production.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drivers of surface CH4 supersaturation in eutrophic Lake 

Gaoyang, Three Gorges Reservoir. We combined field observations with incubation experiments to investigate the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of CH4 in the water column and their controlling mechanisms. Field observations confirmed clear summer "methane paradox" 

events. Surface water CH4 was supersaturated at about 496 times the atmospheric concentration and was 58% higher than CH4 levels 

in bottom water. Incubation experiments verified that methylphosphonate (MPn) degradation serves as a key biological source of CH4 

in the lake. First, MPn addition increased CH4 production rates by 68.6% relative to the control. Second, inorganic phosphorus (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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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ed MPn degradation, and Pi addition suppressed both MPn degradation and CH4 production. Third, Pi addition to aerobic lake 

water reduced CH4 yield by 28%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surface CH4 and 

soluble reactive phosphorus (SRP) (r = -0.87, P < 0.05), indicating that lower SRP concentrations favor surface CH4 accumulation. 

These results further support that microbial MPn metabolism drives surface CH4 supersaturation. In summer, SRP depletion in surface 

water, together with thermal stratification that limits vertical nutrient exchange, creates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MPn-dependent CH4 

production.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regulatory role of phosphonate metabolism in CH4 cycling in eutrophic lakes and provides new 

evidence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CH4 sources in lakes. Our findings contribute to improving global lak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models and to better predicting aquatic ecosystem responses to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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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CH4）是仅次于二氧化碳（CO2）的重要温室气体，在百年尺度上其全球增温潜势是 CO2 的 27.2

±11 倍[1]。湖泊作为重要的自然 CH4 排放源，年排放量约占全球自然与人为源排放总量的 16%[2]，但其排

放的定量评估存在巨大不确定性。[3]。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对生物 CH4 来源的认识尚不充分。

传统理论认为，生物 CH4 来自厌氧环境下的产甲烷古菌代谢活动，底部厌氧沉积物是 CH4 产生的主要场

所[4]。然而，全球范围内湖泊与海洋富氧表层水体中广泛存在的 CH4 过饱和现象，无法通过底部厌氧沉积

物的 CH4 产生与扩散机制解释，这表明有氧环境中可能存在 CH4 产生，因此这一矛盾被称为“甲烷悖论”

现象[5-7]。 

目前，对于解释表层水体过饱和 CH4 的来源主要有两个观点。一种观点强调外源输入，即浅水区沉积

物产生的 CH4 通过水平迁移进入表层水体[8-9]；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内源产生，认为表层水体中存在有氧 CH4

产生[10-11]。然而，到目前为止，表层水体 CH4 过饱和的来源仍存争议[9,11]。外源假说在解释大型湖泊或远

岸的开阔水域时存在局限性，因为近岸沉积物的 CH4 通量难以维持这些系统的表层过饱和现象[12]，近期

在若干小型湖泊中也观测到类似现象[13]，这表明内源性 CH4 的重要性。尽管培养实验已证实存在多种有

氧 CH4 产生途径，但其在自然水体中的驱动因素及产生机制仍不明确[14-15]。关键的是，“甲烷悖论”现象

具有显著的季节性模式，主要出现在生产力旺盛的春季和夏季，并且表层 CH4 直接影响着湖泊扩散形式的

排放通量[16-17]。因此有必要了解表层过饱和 CH4 的来源及动态，这对于理解湖泊 CH4 排放规律、完善全

球 CH4 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本研究选取富营养化的高阳平湖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开展野外时空观测与原位培养实验，旨在：

1）阐明湖泊水体 CH4 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环境驱动因素；2）探究高阳平湖中过饱和 CH4 现象产生的原

因与机制。研究结果预期将为阐明富氧表层水体 CH4 富集的内在机制提供关键案例证据，并为更准确评估

湖泊在全球 CH4 收支中的作用、预测其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排放动态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区域 

高阳平湖位于三峡库区一级支流澎溪河中段（31°03′~31°07′N，108°39′~108°42′E），是由三峡水库蓄

水倒灌形成的过水型湖泊。该湖最宽处约 1 km，面积近 5 km2，平均流速约为 0.32 m/s。湖区地势平坦，

春末和秋季分别为放水和蓄水阶段，因此高阳平湖呈现出“浅水河道性湖泊—深水湖泊”的交替变化特征，

和普通湖泊存在很大差异[18]。高阳平湖水文特征呈现显著的季节性变化：夏季低水位期间平均水深不足 15 

m，而冬季水位平均水深超过 40 m，流速低于 0.05 m/s。已有研究表明澎溪河的水华集中于每年 4-5 月暴

发，是整个三峡库区水华最严重的区域之一[19]。 

1.2 水样采集和分析 

1.2.1 研究区域与采样设计  本研究于 2019 年 5—11 月在高阳平湖开展采样（图 1），每两个月（5 月、

7 月、9 月和 11 月）采集一次表层（0.5 m）与底层水样。基于 2019 年结果，为探究夏季 CH4 浓度异常成

因，于 2020 年 8 月及 9 月监测断面 A 和 B 的 CH4 动态，分别在断面的在沿岸区（0.5 m、10 m）和深水

区（0.5、3、6、12、18、21 m）采集水样。上述所有样品均设置 3 个平行样品，以确保数据的可靠性。 



1.2.2 样品采集与现场测定  使用 5 L 有机玻璃采水器获取不同深度水样。溶解性 CH4 采用顶空法现场测

定[20]，所有气体样品于一周内采用 G2201-i 同位素分析仪测定 CH4 浓度与碳同位素组成。流速采用多普勒

超声波流速仪进行测量。采用多参数水质仪（YSI® EXO2, USA）现场获取垂向剖面水温（T）、溶解氧（DO）

及 pH 数据。每次测量前对多参数水质仪进行校准：pH 电极使用标准 pH 缓冲液（4.01、7.00 和 10.01）进

行三点校准，溶解氧探头采用水饱和气法校准，温度探头通过标准温度计校正（精度为±0.1 °C）。用于

水质分析的水样在采集后立即加入饱和的 HgCl2 溶液固定后（每升水样加入 1 mL），并置于避光条件下

冷冻保存，于 2 日内送回实验室进行检测。 

 

图 1 采样点分布示意图 

Fig. 1 Sampling site distribution map 

1.2.3 水质与叶绿素 a分析  总氮（TN）、溶解性总氮（DTN）、氨氮（NH4
+-N）、硝态氮（NO3

--N）、

亚硝态氮（NO2
--N）、总磷（TP）及可溶性正磷酸盐（SRP）浓度依据《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

版）测定[21]；溶解性无机氮（DIN）是基于 NH4
+-N、NO3-N 以及 NO2-N 浓度之和得到的。叶绿素 a（Chl.a）

测定采用 GF/C 玻璃纤维膜过滤 500 mL 水样，滤膜避光用液氮冷冻保存，随后带回实验室用《水质叶绿

素 a 的测定分光光度法》（HJ 897—2017）进行检测；滤液冷冻保存后使用岛津® TOC-V 有机碳分析仪（日

本岛津公司）对滤液中的溶解有机碳（DOC）进行分析。水样经 0.45 μm 聚醚砜滤膜过滤后，采用高效液

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对滤液中的甲基膦酸（MPn）进行检测[22]。所有检测均设三次重复以保证数据准确性。

对于淡水湖泊或水库，盐度与压力对水体密度的影响较小，密度主要由温度决定，因此采用淡水密度方程

进行计算[23]，公式如下： 

 𝜌 = 𝑎0 + 𝑎1𝑇 + 𝑎2𝑇
2 + 𝑎3𝑇

3 + 𝑎4𝑇
4 + 𝑎5𝑇

5 (1) 

式中，𝜌为水体密度（kg/m3），T 为水温（°C）；常数项𝑎0、𝑎1、𝑎2、𝑎3、𝑎4、𝑎5为的取值分别为 999.842594、

6.793952×10-2、-9.095290×10-3、1.001685×10-4、-1.120083×10-6、6.536332×10-9。 

密度梯度可以用来判别密度跃层，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𝐺 =

𝜌𝑖+1 − 𝜌𝑖
𝑧𝑖+1 − 𝑧𝑖

 (2) 

式中，G 为密度梯度（kg/m4），𝜌𝑖为第 i 层的密度，𝑧𝑖为第 i 层的深度，当|G|达到最大值且通常大于 0.1 

kg/m4 时，该深度区间即为密度跃层。 

1.3 中宇宙培养实验 

2022 年 6 月，获取高阳平湖表层湖水进行原位实验。湖水经 75 μm 尼龙网过滤后被转移到培养装置

中，以消除浮游动物和食草动物的干扰。实验前对水样进行反复曝气，以排出多余的溶解性 CH4。培养装

置为 700 L 水相部分和 10 L 顶空部分，用透明 PVC 盖和玻璃胶密封，随后用 N2（99.999%）反复冲洗装

置以排出顶空的空气，总冲洗体积为 50 L。每个处理组设置 3 个平行培养装置。实验开始后，每天用注射

器将 300 mL 用于维持藻类光合作用的纯 CO2（99.999%）通过装置底部的四氟乙烯/硅树脂隔层缓慢注入

培养装置，水样和气体样本是根据装置预留的阀门进行采集。培养装置设置在湖泊附近的一个开阔平台，

培养实验设置如下：(1)对照组：原水，不经过任何药品添加，自然光照。(2)黑暗组：原水，不经过任何药



品添加，避光处理。(3)MPn：添加甲基膦酸，最终浓度为 1μmol/L。(4)Pi+MPn：磷酸二氢钾和甲基膦酸，

最终浓度均为 1μmol/L。(5)C+N+MPn：添加葡萄糖、硝酸和甲基膦酸，最终浓度分别为 1000 μmol/L、160 

μmol/L 和 1 μmol/L。 

实验期间装置顶空 CH4 全部来自水体，水体实际 CH4 浓度为水相 CH4 和气相 CH4 浓度之和，因此水

样中溶解 CH4 的实际浓度计算公式如下： 

 𝐶𝐹 = (𝐶𝑊 × 𝑉𝑊 + 𝐶𝐴 × 𝐶𝐴)/𝑉𝑊 (2) 

式中，CF是培养装置中水样溶解 CH4 的实际浓度（nmol/L）; CW是培养装置中水相溶解 CH4 的测量浓度，

Vw为水相的体积（L）；CA 为顶空气相 CH4 浓度（nmol/L），VA 为顶空的体积（L）。 

1.3 数据处理 

采用 Excel 2019 对高阳平湖水柱及培养实验中的溶解性 CH4 浓度与水质参数进行基础数据处理，包

括基于前述公式计算溶解性 CH4 实际浓度，并求取各参数的平均值及平均标准差。统计分析及图表绘制在

Origin 软件中完成，包括 Pearson 相关性分析、Kruskal-Wallis 非参数检验，以及热图、柱状图、箱形图和

点线图的生成。 

2 结果与分析 

2.1 水体理化性质的时空分布特征 

表层水体中溶解氧（DO）与水温在时间上变化趋势一致，均表现为夏季最高，春季次之，秋季最低

（图 2）。在垂向分布上，春、秋两季出现温度和 DO 分层现象，随水深增加，温度与 DO 浓度急剧下降，

底层水体趋于厌氧状态。 

碳（DOC）、氮（DIN、DTN、TN）、磷（SRP、DTP、TP）等营养元素在时空分布上也有明显的变

化（图 3）。在时间尺度上，表层水体中 SRP 与 DTP 浓度在夏季最低，春、秋两季差异较小；而底层水

体二者浓度在秋季最低。TP 在表层与底层均表现出自春季至秋季逐渐降低的趋势。氮（DIN、DTN、TN）

在表、底层水体中均在夏季出现峰值；秋季表层 DIN、DTN、TN 平均浓度最高，底层则降至最低。表层

DOC 含量呈现夏季>春季>秋季的季节性特征，而深层 DOC 浓度自春季至秋季逐渐降低。在垂向尺度上，

氮、磷通常表现为底层浓度高于表层，且在分层时期表底差异更为显著（底层平均比表层高出 91.2%）。

DOC 则呈现相反趋势，夏季表层含量显著高于底层，其余时间表底 DOC 几乎完全相同。 

 

图 2 高阳平湖水体溶解氧（DO）和水温（T）的时空分布特征 

Fig. 2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dissolved oxygen and temperature in Lake Gaoyang 



 

2.2 湖泊水柱 CH4的时空变化 

高阳平湖水柱中溶解性 CH4 浓度及其 δ13C-CH4 值均呈现明显的时空变化（图 4）。表层 CH4 浓度表

现为夏季最高，春季次之，秋季最低；垂向上，在分层期间表底层浓度差异显著，底层 CH4 浓度通常比表

层高一个数量级。值得注意的是，夏季混合期不仅表底层 CH4 差异显著（Kruskal-Wallis 检验，P < 0.01），

还出现“甲烷悖论”现象：（1）表层 CH4 浓度比底层高 58%；（2）表层 CH4 浓度相对于大气是过饱和

的，约是大气 CH4 浓度的 496 倍。水柱剖面显示，夏季水柱 CH4 在垂向上呈“表高底低”的分布格局，

CH4 浓度最大值出现在表层或次表层（图 5）。水平方向上，除 9 月监测的断面 B 外，CH4 浓度表现为湖

心区高于沿岸区，这一结果表明近岸沉积物并非是表层 CH4 的主要来源。 

 
图 3 高阳平湖水体营养元素的时空分布特征 

Fig. 3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nutrients in Lake Gaoyang 

 

图 4 水体 CH4和 δ13C-CH4的时空分布特征 

Fig.4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CH4 and δ13C-CH4 in the water column 

表层 δ13C-CH4 值在时间上表现为“春高夏低”的特点，反映春季表层 CH4 中 13C 的相对丰度增加。垂

向分布上，春季混合期底层 CH4 浓度高于表层，并且 δ13C-CH4 值在表底层间差异显著（Kruskal-Wallis 检

验，P < 0.01）；进入分层期后，CH4 浓度与 δ13C-CH4 值的表底差异进一步扩大，说明垂向 CH4 扩散过程

中甲烷氧化作用增强。夏季分层期 δ13C-CH4 垂向分布与春季相反，表现为表层 δ13C-CH4 值低于底层，并

且表底层间的差异不显著；而在夏季混合期，表底层间的 δ13C-CH4 值差异显著，表层 δ13C-CH4 值更小。

此外，分层时期底部水体中 δ13C-CH4 值明显低于混合时期。 

2.3 水柱理化参数与水柱 CH4的相关性分析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图 6）显示，表层和底层影响 CH4 浓度的环境因子明显不同。对于表层水体，

CH4 浓度与水温（r = 0.57, p > 0.05）和溶解氧（r = -0.55, p > 0.05）之间无显著相关性，而与 DOC（r = 0.91, 

P < 0.05）、Chla（r = 0.94, P < 0.05）和 DIN/SRP（r = 0.78, P < 0.05）呈显著正相关，与 SRP（r = -0.87, 

P < 0.05）呈显著负相关，同时 Chla 与 DOC 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性（r = 0.91, P < 0.05），表明浮游植物

是 DOC 的主要来源。底层水体中，CH4 浓度则与溶解氧（r = -0.78, P < 0.05）呈显著负相关，与 DTP（r 

= 0.85, P < 0.05）呈显著正相关。 



 

图 5 夏季水柱 CH4浓度分布特征 

Fig.5 Distribution of CH4 concentrations in summer water column 

 

图 6 水柱 CH4 和理化参数的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Fig. 6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methane and physicochemical parameters in the water column 

2.4 甲基膦酸降解实验 

培养期间各处理组中 CH4 产率与 SRP、MPn 浓度变化如图 7 所示。与对照组相比，黑暗（避光）处

理与 Pi 添加处理组均显著抑制了 CH4 产生，其产率分别降低 32%与 28%（图 7a，b）。相反，添加 MPn

的处理组促进了 CH4 的产生，与对照组相比 CH4 产率提升了 68.6%。此外，C+N+MPn 处理组的促进作用

最为突出，其 CH4 产率较对照组高出一个数量级。C+N+MPn 处理组中 MPn 浓度迅速下降，MPn 在一天

后被完全降解（图 7c），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还伴随着 SRP 浓度的同步上升，这表明 MPn 的降解会向环境

中释放无机磷。MPn+Pi 处理组的 CH4 产量虽高于对照组，但却低于 MPn 添加组；相应地，其 MPn 消耗

量也仅为后者的一半，表明 Pi 的加入抑制了 MPn 的降解。 

3 讨论 

本研究通过野外监测与培养实验，探究了三峡澎溪河高阳平湖表层水体中过饱和 CH4 的来源及产生

机制。研究表明，湖泊表层 CH4 的富集与有氧 CH4 产生密切相关。春季 CH4 的垂向分布符合传统理论框

架[22,24]：表层 CH4 主要来自底部沉积物，底层 CH4 在向上扩散过程中经历 CH4 氧化作用[25-26]，进入表层

的 CH4 浓度下降，同时伴随 δ13C-CH4 值的升高，反映了氧化过程中 12CH4 被优先消耗导致的 13CH4 相对富



集。尤其在分层期（图 8），温跃层与氧跃层的形成进一步增强了 CH4 氧化[27]，导致表层 CH4 浓度的降低

以及 δ13C-CH4 值的升高。然而在夏季，发现了典型的“甲烷悖论”现象：表层 CH4 浓度高于底层，且表

层 δ13C-CH4 值低于底层，说明其并非来源于底层。此外，尽管表层水体中可能发生甲烷氧化作用，且该过

程会使残留的 δ13C-CH4 值升高，但实际表层的 δ13C-CH4 值应比观测值更低，从而导致表底层之间的同位

素差异更加显著。然而，已有研究表明，受强光照射的影响，表层水体中甲烷氧化菌的活性受到显著抑制；

即使考虑该区域最大可能发生的甲烷氧化分馏效应，表层 δ13C-CH4 值的变化也不超过 1.5‰[28]。因此，实

测的表层 δ13C-CH4 值与实际初始值非常接近，氧化作用对同位素信号的影响极为有限。 

 
图 7 MPn 降解过程中 CH4 产率（a）、SRP（b）和 MPn（c）浓度的变化 

Fig. 7 Changes in methane production rate (a), SRP (b), and MPn (c) concentrations during MPn degradation 

已有研究表明，若表层 CH4 富集由近岸沉积物扩散引起，则 CH4 浓度应呈现从近岸向湖心递减的趋

势[8]，且与水温显著正相关[29]。但本研究中近岸区表层 CH4 浓度低于湖心区，且表层 CH4 与水温无显著相

关性，排除了近岸沉积物扩散的主导作用。同时，研究区 CH4 排放以水-气界面扩散形式为主导，气泡 CH4

通量占比几乎可忽略不计[18]，因此气泡过程对表层 CH4 的影响也极为有限。此外，侧向（外源）输入对表

层 CH4 的影响也较小。监测结果表明，库湾区域平均水流流速仅为 0.05±0.01 m/s，水流方向自 A 断面（库

头）流向 B 断面（库尾），该流速反映了库湾水体交换能力较弱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我们重点对比了库

头（A 断面）与库尾（B 断面）的 CH4 浓度差异：若侧向输入占主导，CH4 浓度应在入口处达到峰值，并

沿水流方向呈衰减趋势。然而实际观测中，A、B 两断面之间并未呈现明显的浓度梯度变化，与侧向输入

主导模式下的稀释梯度预期不符。因此，浓度分布特征不支持侧向输入作为表层 CH4 过饱和的主导因素。

综上所述，表层存在有氧 CH4产生，并可能是夏季表层 CH4过饱和的主要成因。在本研究中，培养实验进

一步直接证实了有氧水体存在原位 CH4 产生，在无添加的对照组中，有氧 CH4 产率达到 11.02 nmol/L/d。 

 

图 8 高阳平湖水柱密度梯度分布图 

Fig. 8 Distribution of density gradient in the water column of Gaoyang Lake 



相关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影响 CH4 分布的环境因子在表层与底层水体中具有明显差异。底层 CH4 的

浓度主要与 DO 和 DTP 相关。分层时期底层缺氧限制了甲烷氧化菌的活动[30]，春、夏分层期底层水体 CH4

浓度出现大幅的增加，同比混合期高约一个数量级。此外，环境中 Pi 也是影响 CH4 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磷是细胞能量代谢与结构组成的关键元素，其可利用性直接影响微生物活性[31]。环境中 Pi 的匮乏会直接

影响产甲烷古菌的活性，降低 CH4 的产量[32-33]。相比之下，有氧表层 CH4 与 SRP 呈现相反的趋势，结合

Chla 与 CH4 的强相关性，藻类相关的磷代谢有氧产 CH4 途径可能是表层 CH4 的主要来源。培养实验进一

步支持了这一结果，光照和 Pi 分别影响了 32%和 28%的有氧 CH4 产率。 

淡水系统中几乎所有的有氧 CH4 产生途径都与浮游植物密切相关，并通常认为涉及光合作用[34-36]。然

而，藻类的繁殖和光合作用容易受环境磷限制的影响，当环境中 SRP 开始低于 1.3 μmol/L 时，藻类光合

代谢受到严重抑制[31]。但本研究中表层 SRP 与 CH4 浓度呈相反的趋势，表明磷的限制反而会促进 CH4 的

富集。这一现象暗示，光合作用相关的有氧 CH4 产生路径并非主导因素，而其他受磷调控的途径可能发挥

了关键作用。MPn 降解正是这样一条受磷调控的有氧 CH4 产生途径[37-38]。值得注意的是，MPn 降解在碳

循环与磷循环中的相对重要性存在显著差异。已有研究表明，MPn-C 对溶解性有机碳（DOC）的贡献极

小，仅占 0.00%~0.05%；而 MPn-P 对溶解性有机磷（DOP）的贡献则显著更高，范围为 0.70%~37.85%，

表明 MPn 降解的主要生态驱动力是磷获取而非碳获取[39]。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通过培养实验进一步验证

了 Pi、MPn 与 CH4 产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MPn 代谢不仅是有氧 CH4 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水体磷

循环中 Pi 再生的关键环节——MPn 大量消耗的同时，水体中 SRP 浓度显著升高，表明 MPn 的利用可有

效缓解环境中的 Pi 限制。此外，实验还表明 MPn 降解过程受 Pi 的调控，Pi 富集会抑制 MPn 的降解，相

反 Pi 的匮乏会促进 MPn 降解，这与海洋系统中的发现相同[37,40]。 

本研究的培养实验进一步量化了 Pi 对 CH4 产量的直接影响。结果显示，在表层水体中添加 Pi 可使

CH4 产量降低约 28%（图 7）。当 Pi 得到补充时，微生物对 MPn 降解途径的依赖降低，伴随的 CH4 产生

也随之减少。这一抑制效应从反向验证了 MPn 降解在表层 CH4 产生中的重要作用。综合上述证据，MPn

降解是表层水体甲烷不可忽视的重要来源，尤其是在 Pi 匮乏的夏季表层水体中，该途径被激活，成为维

持 CH4 过饱和状态的重要贡献者。值得关注的是，已有研究在贫营养的分层湖泊中发现甲基膦酸降解贡献

了高达 86%的 CH4 排放，凸显了 MPn 降解途径在湖泊 CH4 排放中的重要作用[41]。此外，水柱 CH4 浓度与

δ13C-CH4 的分布特征进一步佐证了 Pi 对 CH4 的影响。春季表层 SRP 浓度较高时，MPn 降解过程可能被抑

制，水柱的 CH4 和 δ13C-CH4 值垂向分布特征表明表层 CH4 更可能来自底部沉积物。夏季 SRP 处于低浓度

时（< 1.3 μmol/L），藻类的光合活动受限，然而表层 CH4 浓度和 δ12C 相对丰度明显增加，这表明该时期

表层存在出现大量 CH4 并且并非来自底层沉积物。 

MPn 代谢是微生物应对环境磷限制的一种重要策略，当前认为该过程主要发生在贫营养水体中[14,38, 

42]。然而，本研究发现在富营养化的高阳平湖中，季节性磷匮乏——如藻类水华大量消耗表层 SRP[43]，加

之湖泊热分层阻碍了底部 SRP 向表层输送[44]——可为 MPn 降解型有氧 CH4 的产生创造有利条件。Chl.a

与 SRP 之间显著的负相关性也支持了藻类对表层磷的消耗。此外，除了影响磷的可用性，藻类在 MPn 生

物代谢中也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是与 MPn 的合成密切相关，常见水华蓝藻本身具备合成 MPn 的能力，本

研究区已有自源性 MPn 产生的报道[39]。二是可直接或间接参与 MPn 的利用：含有 C-P 裂解酶的丝状蓝藻

具有直接利用 MPn 的能力[36]；而不含有 C-P 裂解酶的蓝藻（微囊藻），虽不能直接降解 MPn，但其藻圈

附生细菌可高效完成 MPn 的降解，并释放 Pi 供蓝藻利用，蓝藻则为细菌提供有机质，二者形成了紧密的

代谢耦合关系[45]。因此，水华期间，Pi 的匮乏、MPn 富集以及 C-P 裂解酶微生物的存在，共同驱动了持

续的有氧 CH4 产生。在全球升温背景下，气候变暖导致的水华爆发[46]和分层的时间延长[47-48]，将会加剧湖

泊表层的磷限制和 MPn 的合成。同时，人为活动导致的氮磷输入失衡，可能通过改变浮游植物群落结构

和提高 N:P 比值[49-50]，间接促进 MPn 的合成与降解，进一步增强湖泊 CH4 排放。 

此外，与高阳平湖类似，三峡库区众多支流库湾同样受干流回水顶托作用的影响，普遍呈现缓流、水

动力弱的水文特征，并且这些支流容易爆发水华[51]。藻类水华与 CH4 产生之间存在着双重联系：一方面，

藻类衰亡后沉降到底部，为厌氧产 CH4 过程提供丰富的有机底物[52]；另一方面，在表层富氧水体中，藻类



的代谢活动及其释放的有机底物能驱动有氧 CH4 产生，例如通过 MPn 降解途径[53]。然而，传统研究多聚

焦于底部厌氧过程，表层有氧 CH4 的信号容易被强烈的厌氧信号所掩盖，其影响长期遭到忽视。从垂向剖

面来看，多数库湾水体的 CH4 浓度呈现“底层高、表层低”的经典分布，但也同时存在许多未能解释的现

象：表层与底层之间常出现 CH4 浓度的最低值；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干流以及澎溪河、香溪河等多个支流

观测到“表层 CH4 浓度高于底层”的“甲烷悖论”现象[54-56]。这些现象很难仅凭“底部厌氧产生—垂向

输送—氧化消耗”的传统框架加以解释。究其原因，尽管底部厌氧途径的 CH4 的产量很高，但在上升过程

中绝大部分被氧化，能够真正抵达表层的 CH4 相当有限，尤其在分层期，温跃层形成一道天然屏障，直接

阻碍了底部 CH4 的向上传递，如香溪河等支流中，CH4 在上升过程中被大量氧化，水柱氧化率可达 69-98% 
[57]；与之相对，有氧 CH4 的绝对产量或许较低，但因其发生在直接连通水-气界面的表水层中，所产生的

CH4 能快速扩散进入大气，因而对水-气界面 CH4 通量的贡献不容忽视。 

有氧 CH4 产生途径在湖泊碳循环中的相对贡献需要重新评估。现有研究表明，有氧 CH4 已成为湖泊

CH4 排放的重要来源，其对湖泊总排放的贡献最高可达 90%[7,12]。同时，有氧 CH4 对湖泊排放的贡献呈现

明显的季节性变化，在夏季贡献最为显著[12,16]，这与本研究中表层 CH4 的动态非常吻合。在像高阳平湖这

样的富营养系统中，有氧 CH4 生成可能通过多种与藻类密切相关的途径实现，包括藻-菌间的甲基膦酸代

谢[45,58]、藻类与产甲烷古菌的联合作用[24,59]以及藻类光合作用[15,34]等，共同构成一个“藻-菌多途径协同

机制”。这些途径使得湖泊即使在富氧表层水体中也能持续向大气释放 CH4，成为不可忽视的碳源。因此，

在构建湖泊碳循环模型时，必须充分考虑这些有氧产 CH4 途径，才能更准确地评估和预测湖泊在全球 CH4

收支中的实际作用。从库区乃至更大尺度的碳排放精准估算出发，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1）系统调查

库区多干支 CH4 的来源构成及其关键驱动因素，定量区分有氧与厌氧 CH4 源的相对贡献；（2）将有氧 CH4

纳入水库 CH4 收支模型，以修正传统仅考虑厌氧产生所导致的系统性低估；（3）在上述认知的基础上，

将点位观测从库湾区逐步推向区域和全球内陆水体，结合遥感反演与机器学习方法，系统评估有氧 CH4 对

全球内陆水体碳排放的贡献，进而更全面地认识内陆水体的碳排放强度。 

4 结论 

（1）高阳平湖表层 CH4 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夏季表层 CH4 浓度最高，其次是春季和秋季，并且“甲

烷悖论”现象主要出现在夏季。 

（2）高阳平湖表层有氧水体中存在原位 CH4 的产生，并且表层 CH4 的季节性变化主要与藻类活动以

及 Pi 的可利性密切相关。 

（3）MPn 降解途径是导致夏季表层出现“甲烷悖论”现象的重要因素，该过程受 Pi 的控制，夏季表

层 SRP 的匮乏会促进 MPn 的降解从而导致表层 CH4 的富集。 

（4）在全球持续升温背景下，水体分层加剧与藻类水华爆发将进一步增强表层水体中 MPn 的代谢，

从而促进 CH4 的产生，形成气候变暖与 CH4 排放之间的正反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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